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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氧化亚氮（N2O）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其农田排放机制是当前研究热点。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

气候、土壤、农田管理等驱动因素，对土壤孔隙异质性调控 N2O 产生与排放的微观机制缺乏系统性总结。

本文系统梳理了土壤孔隙特征（孔隙度、孔径分布等）的动态变化对水分、气体和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

进而阐明其塑造 N2O 产生与扩散的微环境过程。特别探讨了秸秆还田情况下，土壤物理结构、水分状态以

及秸秆管理（种类、方式、年限）对孔隙异质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类解析了孔隙尺度下碳、氮底物

和氧气分布的微观异质性对 N2O 产生的关键调控作用，揭示了孔隙异质性是驱动 N2O 排放“热点效应”

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总结了基于孔隙特征调控 N2O 排放的微观尺度措施（优化还田技术、生物互作调控技

术）。通过构建孔隙尺度 N2O 产生与排放的微观调控框架，旨在深化对秸秆还田影响 N2O 排放机制的理解，

为优化农田碳氮管理、实现固碳减排提供理论依据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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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copic Mechanisms Mediating N2O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in Soil-Straw 

System Pore Structures: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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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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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trous oxide (N2O) is a potent greenhouse gas; thus, understanding its emission mechanisms from 

agricultural soils is a critical research prior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macro-scale drivers like 

climate and management, leaving a gap in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how micro-scale soil pore heterogeneity 

regulates N2O dynamics. This review addresses this gap by synthesizing current knowledge. It first examines how 

dynamic changes in soil pore characteristics (e.g., porosity, pore-size distribution, connectivity) govern the transport 

of water, gases (O2, N2O), and solutes, thereby creating distinct microenvironments for N2O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A key focus is the scenario of straw incorporation. The analysis details how straw management, encomp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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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methods, duration, and straw type—interacts with soil physical structure and moisture regimes 

(particularly wetting-drying cycles) to reshape pore network heterogeneity. Building on this physical foundation, the 

review then analyzes the consequential biogeochemical effects. It highlights how pore-scale heterogeneity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carbon/nitrogen substrates and oxygen critically regulates microbial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e.g.,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ultimately controlling N2O production pathways and 

the emergence of emission “hotspots.” Furthermore, this synthesis consolidates potential micro-scale mitigation 

strategies that leverage pore structure manipulation. These include optimizing straw treatment (e.g., biochar 

production, particle size reduction) and targeting microbial communities to design microenvironments that suppress 

N2O formation or enhance its reduction to N2. In summary, by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at links pore 

structure dynamics with microbial biogeochemistry, this review advances the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N2O 

emissions under straw incorporation. It provides a novel, pore-centric perspective an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signing innovative farm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aimed at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hile suppor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Key words: Soil pore structure; N2O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Straw incorporation; Wetting-drying cycles; 

Microscale heterogeneity 

全球每年产生数十亿吨农业秸秆[1]，将其还田是改善土壤结构、促进养分循环和固碳的

重要农业措施。然而，该措施对强效温室气体氧化亚氮（N2O）排放的影响却充满了复杂性。

一方面，秸秆分解产物作为反应底物对 N2O 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1）秸秆分解可为土壤

反硝化过程提供丰富的碳源，或刺激微生物生长进而增强反硝化作用，从而显著促进 N2O 的

产生与排放[2]；（2）高碳氮比（C/N）的秸秆也可能加剧微生物与植物间的氮竞争，导致微

生物氮固持，反而抑制了作为 N2O 前体的无机氮转化过程[3]。另一方面，秸秆本身结构特点

对 N2O 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1）在还田初期，形态各异的秸秆碎片与土壤颗粒之间产生

大量临时性的结构性大孔隙，这直接增加了孔隙网络的连通性，为 N2O 等气体排放创造了

初始通道[4]；（2）长期降解后，秸秆碎块已基本被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不再通过直接影响

土壤大孔隙占比及分布，进而影响 N2O 等气体扩散过程[5]。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凸显了

秸秆还田影响 N2O 排放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上述差异的关键在于传统田块/土柱尺度研究忽

略了土壤内部的微观异质性。 

土壤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异质的多孔介质，其 N2O 产生过程并非均匀发生，而是在特定

的微环境中以“热点（hotspots）”和“热时（hot moments）”的形式集中爆发。因此，从孔

隙尺度出发，是理解并调和上述争议的关键。土壤孔隙结构决定了水分、气体和溶质的微观

传输路径与分布[6]，直接控制着硝化与反硝化等关键生物过程所需的氧气、碳、氮底物的局

部可利用性，因此，土壤孔隙结构作为物理介导途径的关键作用亟待系统总结。本文聚焦土

壤-秸秆孔隙特征通过驱动水气输运-底物再分配，塑造氮转化微环境与排放热点。厘清该机

制，对深化秸秆还田影响 N2O 产生与排放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方

面进行系统综述：（1）影响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特征的关键因素；（2）土壤-秸秆系统孔隙异

质性对 N2O 产生与排放的调控机制；（3）基于孔隙尺度调控的农田 N2O 减排微观策略，以

期为建立更精准的农田管理措施提供理论基础。 

1 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特征变化的影响因素 

 1.1 土壤孔隙特征参数分类 

    土壤孔隙特征是影响土壤物理、化学及生物过程的核心因素[7]。由于孔隙参数多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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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各异，为对孔隙特征中与影响 N2O 产生过程直接相关的参数进行针对性分析，可将其分

为直接结构、动态传输两类参数[8-9]。直接结构参数主要表征孔隙的物理结构与几何构成，

影响着孔隙内部物质（水分、碳氮底物等）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不同氮转化过程微生物的栖息

环境。核心参数包括孔隙度和孔径分布。基于此，可将孔隙分为大、中、微三类（表 1）。尽

管划分标准不一，但其功能差异具有共识性[10]。孔径分布同样影响着土壤-秸秆系统的氧气

（O2）水平，有研究发现，在含水量逐渐升高的土柱中，95~110 μm 孔径的占比与土壤 O2 水

平达到好氧/厌氧临界点的时间显著相关，这表明孔径范围对 N2O 产生所需 O2 条件具有重

要作用[11]。动态传输参数则更多地描述孔隙之间的连接和排列方式，直接调控着 N2O 产生

所需碳氮底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过程。这类参数包括孔隙连通率、喉道直径、配位数、球度及

分形维数等[12-13]。以大孔隙为例，在土壤总体积中，大孔隙虽然占比较低，但因其优越的连

通性和较低的迂曲度，构成了水分和溶质优先流的主要通道，呈现出“低体积占比，高传输

贡献”的典型特征[14]。综上可知，在评估孔隙结构对 N2O 产生过程的影响时，必须明确具

体的孔隙参数是改变了孔隙的体积分布，还是优化了其连通特性，这样的分析才能使结论更

加清晰、精确。 

表 1 土壤孔径分类及各类别的功能 

Table 1 Soil pore size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s of each classification 

孔径类别 

Pore type 

有效直径范围 

Effective diameter 

range/μm 

孔隙特征 

Pore characteristics 

大孔隙 Macropores > 80 
主导气体快速扩散（如 O2进入、CO2、N2O 排出）和水

分的快速运移 

中孔隙 Mesopores 30-80 水和底物扩散受限，释放与运移缓慢  

小孔隙 Micropores < 30 容易形成缺氧微区，是反硝化作用的关键场所 

1.2 影响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1.2.1 土壤颗粒与水分的影响  土壤孔隙结构的异质性是介导 N2O 产生微环境的关键因素。

其中，土壤固相基质（颗粒组成）是决定孔隙静态特征的核心因素，直接影响着 N2O 产生

所需的氧气与水分条件。例如，土壤容重增加会导致土壤结构压实，大孔隙占比显著下降，

而中、小孔隙相对增加[14]。这种结构性变化会直接降低土壤的通气性，限制氧气向微域的扩 

散，从而促进厌氧环境的形成，为反硝化过程生成 N2O 创造有利条件。土壤质地对孔隙特

征及 N2O 产生路径也具有重要影响：砂粒含量高的土壤通常形成更多连通性好的大孔隙，

有利于氧气扩散，硝化作用可能占主导；而粉粒和黏粒含量高的土壤则以微小孔隙为主，气

体扩散受限，更易形成持续的厌氧区，增强反硝化潜力及 N2O 排放速率[15-16]。 

除静态结构外，土壤孔隙网络是一个高度动态的系统，其变化主要由土壤水分驱动，并

深刻影响 N2O 的“热时”排放。干湿交替是调控孔隙结构动态变化进而影响 N2O 产生的关

键过程。研究表明，干湿交替虽不显著改变土壤总孔隙度，但会引发小孔隙比例增加、孔隙

连通性下降等细微结构重组[17]。这些变化显著调控水分和气体的微观传输路径：在干燥阶

段，充气孔隙增多，氧气供应充足，有利于硝化作用；而在湿润阶段，充水孔隙度升高，氧

气扩散受阻，厌氧微域迅速扩大，反硝化过程被激活，导致 N2O 排放峰值出现[18-19]。因此，

由水分动态驱动的孔隙结构变化，尤其是连通性与曲折度的改变，较总孔隙度更能灵敏地指

示 N2O 排放通量的变化，是理解 N2O“热点”与“热时”形成机制不可忽视的微观基础。 

1.2.2 秸秆添加的影响  当秸秆作为外源物质添加进土壤中，形成的土壤-秸秆系统会展现出

独特的孔隙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受上述土壤质地、容重及干湿交替的影响，还会受到秸秆种

类、还田方式及还田年限等因素影响[5, 15]。 

（1）秸秆种类：因秸秆种类不同，C/N 比不同，其降解程度与速率亦有差异[16]。豆科

作物的秸秆碳氮比较低，其降解速率和腐解程度均高于玉米、水稻等高碳氮比的秸秆。秸秆

的碳氮比及其化学物质的释放过程会共同影响土壤孔隙特征，包括大孔隙占比和孔隙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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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碳氮比的秸秆能够在土壤-秸秆系统中维持更久的大孔隙空间，而低碳氮比的秸秆则

因分解更快，能够迅速释放胶体类物质，促进粉粒与黏粒胶结，提高孔隙的连通性。此外，

秸秆的种类与降解过程还与还田方式密切相关[17]。因此，不同种类秸秆会导致孔隙孔径分

布、孔隙连通性出现怎样的变化，需根据土壤质地、还田方式、技术等进一步分类研究。 

（2）还田方式：还田方式是决定孔隙结构改变模式的关键。不同的方式（包括秸秆覆

盖、粉碎还田及层状翻埋）在空间上重塑了孔隙的分布与连通性。秸秆覆盖处理能够减少雨

水冲刷、机械扰动（压实），使土壤结构保持疏松，同时秸秆腐解产生的小分子有机物能够

胶结土壤颗粒，进而增加表层土壤的孔隙度以及孔隙连通性，这种梯度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土

壤水分运动以及气体交换等过程，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土层深入而逐渐减弱[18]。秸秆粉碎还田

能够提高土壤-秸秆系统总孔隙度及孔隙连通度，在孔隙尺度上，均匀分布在土壤中的秸秆

颗粒周围（即凋落物际区域）会出现孔隙特征的梯度分布，这是由于秸秆的持水性较强，会

导致秸秆附近区域的孔隙发生充水膨胀，从而导致充水孔隙中的大孔隙占比升高。秸秆层状

处理是将秸秆聚集在一起并直接翻埋进土壤中的还田方式，这会在土壤-秸秆系统中形成与

其他土体孔隙结构截然不同的秸秆层。在田块尺度上，秸秆层具有丰富的大孔隙及远高于土

壤的孔隙度，这使得土壤-秸秆系统孔隙度、孔隙连通性及大孔隙占比显著提高。在孔隙尺

度上，土壤-秸秆层界面处会出现孔径梯度分布现象，并可能诱发优先流，从而加速水分的

垂直运移。 

（3）还田年限：还田年限对土壤孔隙的影响可分为短期与长期秸秆还田两种情形。孔

隙结构改变与秸秆降解阶段紧密相关。在秸秆短期还田过程中，可分为初始扰动与快速分解

两个阶段。在初始阶段，形态各异的秸秆碎片与土壤颗粒之间产生大量临时性的结构性大孔

隙，这直接增加了孔隙网络的连通性，为水气交换创造了初始通道。在秸秆快速降解阶段，

秸秆分解会使得许多小分子有机物进入土壤，在土壤-秸秆接触界面区域黏结土壤微团聚体，

使得部分微团聚体胶结为大团聚体[19-20]，有利于土壤通气性的提升。Ding 等[21]通过研究不

同容重土柱秸秆分解过程孔隙特征的变化，发现秸秆分解有利于促进新孔隙的形成，提高孔

隙连通性，在较低容重（1.2 g·cm-3）条件下以 100~300 μm 孔径孔隙占比增加为主， 在较高

容重（1.5 g·cm-3）条件下以 50~100 μm 孔径孔隙占比增加为主。 

在长期秸秆还田条件下，孔隙特征会出现与短期不同的变化。研究表明，与未进行秸秆

还田的处理相比，长期添加秸秆显著增加了土壤中小孔隙和孤立孔隙的数量与占比，而对大

孔隙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秸秆在长期分解过程中转化为有效碳氮等养分物质，不

再直接对孔隙结构产生影响，小孔隙的增加主要源于小分子有机物的胶结作用。但也有其他

研究发现[15]，长期秸秆添加有效增加了中、大孔隙占比，同时显著提高了耕层土壤孔隙连通

性。上述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其背后可能反映了同一个核心机制：长期秸秆还田的累积效

应。长期的有机质积累会增强土壤结构稳定性，进而促使孔隙分布从以单一孔径为主的“单

峰型”演变为多个孔径范围共存的“多峰型”[22]，而这一转变为多级孔隙网络结构的形成奠

定了结构基础。 

本文将多级孔隙网络结构定义为由不同孔径（大孔、中孔、微孔）共同构成，并在特定

土壤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的结构体系（图 1）。具体而言，不同尺度的孔隙具有差异化功能，

例如，有研究[23]通过添加 13C 标记的丙酮酸，测定不同孔径孔隙中微生物呼吸和底物矿化速

率，探讨了微生物活性在不同孔径（3~10 µm 和 30~100 µm）的分布规律。研究还发现，大

孔隙支持更快的有机底物矿化，但微生物碳利用效率较低；而小孔隙表现出更高的碳利用效

率，这表明小孔隙可能更适合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和碳循环。此外，多级孔隙网络结构还可产

生功能协同。例如，在长期秸秆还田后，尽管土壤总孔隙率未显著增加，但孔隙网络的复杂

性显著提高[24]。这种复杂的多级孔隙网络结构能够同时支持好氧区域的硝化作用和厌氧区

域的反硝化作用，形成硝化–反硝化的“空间接力”式氮转化。大孔隙边缘的硝化作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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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态氮（NO3
-），这些 NO3

-随水分扩散至微孔隙，成为反硝化底物，从而导致 N2O 排放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异质性。 

 

注：图 1 a)[25] 不同孔径孔隙的异质分布；图 1 b)[26] 孔隙网络多级共存；图 1 c) 氮转化过程中不同类型孔隙存在差

异化功能；图 1 d)[27]和图 1 e) 碳氮底物有效性与微生物反应过程协同影响N2O产生与排放。Note: Fig. 1 a) [25]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of pores across different size classes; Fig. 1 b) [26] Co-existence of hierarchical pore networks; Fig. 1 c) Distinct 

functions of different pore types during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Figs. 1 d) [27] and 1 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C/N substrate 

availability and microbial reaction processes on N2O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图 1 土壤多级孔隙网络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hierarchical synergistic pore network 

1.2.3 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不同因素对孔隙特征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当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时，其效应复杂多变，可能增强或抵消彼此的效应，最终影响土壤孔隙的分布、形态和

功能稳定性：（1）秸秆对孔隙结构的影响受土壤质地的影响。在砂质土壤中，由于其初始孔

隙网络连通性较高，秸秆添加对孔隙特征的改变通常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砂质土

壤，炭化秸秆还田对黏质土壤中孔径分布、连通性的影响更为显著[28]。这可能是由于黏质土

壤的初始孔隙较小且连通性差，秸秆分解过程中释放的小分子有机物能够有效胶结土壤颗

粒，形成更稳定的团聚体结构，从而显著提高土壤的大孔隙比例和孔隙连通性。 

（2）干湿交替影响秸秆对孔隙特征的改变。干湿交替通过其物理扰动与生物化学效应

的耦合作用影响秸秆还田后土壤孔隙结构的演化路径[11, 29]。在土壤结构层面，土壤的干缩湿

胀效应会重塑土壤-秸秆界面，导致界面区域孔隙的形态与连通性发生动态变化。在生物化

学层面，干湿交替（尤其是复湿过程）能加速秸秆的物理崩解与微生物分解过程，促使秸秆

自身从初期形成临时性大孔隙的物理骨架，快速转化为分解产物，进而通过胶结作用影响周

围土壤[4]。这一转变驱动了孔隙系统从初期以秸秆“物理占位”形成的大孔隙为主，向后期

由土壤-有机质复合体主导的、具有复杂级配的孔隙网络演变。 

综上可知，即使采用同一种还田方式，在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对孔隙结构的影响也可能

迥异（改善或无显著变化），当进一步考虑干湿交替等水分变化因素时，多种因素同时作用

于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结构，此时，关键问题在于：何种因素（如土壤质地、秸秆还田方式

等）占主导作用？交互作用是否普遍存在于所有孔隙特征参数（如孔隙度、连通性、孔径分

布等）的变化过程中？上述涉及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核心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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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特征变化对土壤 N2O 的影响 

土壤孔隙结构与 N2O 排放通量存在显著的定量关联（图 2）。研究表明，大孔隙度与数

量及分形维数通过协同调控氧气扩散效率，与 N2O 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与之相反，孔隙

各向异性程度以及弯曲度越高，则会降低 N2O 排放量[30]（图 2a）；并且有研究发现，小孔隙

体积占比每增加 10%，反硝化产物中 N2O/(N2O+N2)比率平均上升 15%~20%，同时小孔隙旁

会存在相较于大孔隙旁更多的小颗粒有机质，这均凸显小孔隙度作为厌氧反应热点的核心作

用 [11, 31-32]（图 2b）。综上可知，在探究管理措施（如秸秆还田、耕作、灌溉等）对 N2O 排

放通量的影响时，厘清孔隙结构参数作为关键介质是如何在微观尺度上介导 N2O 排放的，

对从微观尺度精准预测农田 N2O 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土壤孔隙特征变化也显著影响

土壤微环境[33]，其中，孔隙的大小、分布和连通性直接调控氧气、水分和养分的分布。这些

微环境因素决定了土壤中的氧化还原条件和营养物质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微生物的群落结

构和功能活性[34]。此外，孔隙网络的空间异质性会决定底物与微生物的空间联系，从而影响

氮转化过程的速率与连续性。因此，如下图 3 所示，从孔隙特征到微环境（图 3 a→图 3b），

再到微生物活性与氮转化过程（图 3c→图 3d），这一系列级联效应最终耦合决定了 N2O 产

生与排放的强度与模式。 

 

注：图 2 a) [30] 孔隙参数与 N2O 排放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热图（MP：大孔隙度；NP：大孔隙数量；Tort：弯曲度；

DA：各向异性程度；FD：分形维数；Dp/Do：土壤气体相对扩散系数）; 图 2 b) [32]不同孔隙尺度下 N2O 排放量与 IdPOM-

air 的关系（IdPOM-air：颗粒有机质（POM） 与充气孔隙的接近程度，该值增大可表征 N2O 排放更强烈；R1~R5 分别代表

POM 和充气孔隙两者直径均大于 32μm、64 μm、96 μm、128 μm、160 μm 条件下所做的拟合曲线，r2代表对应条件下

的拟合度）。Note: a) Heat map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ore parameters and N2O emissions (MP: macroporosity; 

NP: number of macropores; Tort: tortuosity; DA: degree of anisotropy; FD: fractal dimension; Dp/Do: relative soil gas diffusivity); 

b) Relationship between N2O emissions and IdPOM-air at different pore scales. (IdPOM-air: proximity of POM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to air-filled pores; increasing values indicate stronger N2O emissions; R1 to R5 represent the fitting curves for POM and 

air-filled pores under conditions where both diameters are greater than 32 μm, 64 μm, 96 μm, 128 μm, and 160 μm, respectively, 

and r2 re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goodness of fit). 

图 2 土壤关键孔隙指标与 N2O 排放通量的定量关系 

Fig. 2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key soil pore parameters and N2O surface flu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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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35]土壤（左侧粒径：1~2 mm;右侧粒径：0.05~0.1 mm）-秸秆界面显微计算机断层扫描（μCT）图像（弯月

面及可能含水孔隙以蓝色标注，潜在的空气通道及充气孔隙以红色标注）； b)[36]：干湿交替过程中土壤-秸秆系统 pH 分

布（土柱中心添加秸秆，红色箭头：酸化区域外扩；蓝色箭头：酸化区域收缩）；c)左图[37]：碳底物在不同孔隙中的空间

分布；右图[38]：高孔隙率团聚体中不同深度区域微生物的 N2O 还原潜力（柱形图例左侧热图为 nosZ-Ⅰ16S-1，右侧热图

为 nosZ-Ⅱ·16S-1）；d) [38]高、低孔隙率团聚体内部 N2O 浓度与 pH 分布。Note: a) [35] μCT image of the soil–straw interface 

(left: 1–2 mm; right: 0.05–0.1 mm): menisci and likely water-filled pores are highlighted in blue, potential air pathways and aerated 

pores in red; b) [36] pH distribution in the soil–straw system during a wetting–drying cycle (straw placed in the column center; red 

arrows: acidified zone expansion; blue arrows: acidified zone contraction); c) Left panel [3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substrates within different pores. Right panel: N2O-reduction potential of microbe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high-porosity aggregates 

(The bar chart legend shows a heatmap on the left for nosZ-Ⅰ·16S-1and a heatmap on the right for nosZ-Ⅱ·16S-1); d) [38] Depth 

profiles of N2O concentration and pH in Acrisol-2 and Andosol-2. 

图 3 土壤孔隙特征级联效应对土壤 N2O 产生与排放的影响 

Fig. 3 Cascading effects of soil pore characteristics on soil N2O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2.1 孔隙尺度的碳底物变化对土壤 N2O 的影响 

土壤孔隙异质性显著影响碳底物分布。研究[39]表明，孔隙的孔径和连通性影响碳底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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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特征，与小孔隙区域相比，大孔隙区域碳矿化过程活跃，可溶性碳含量相对较高；

而小孔隙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更高，且因其连通性较差，水气扩散缓慢，微生物固持作用常

强于矿化作用，更易积累有机碳[40]。另一项研究[33]通过将葡萄糖定向填充至不同孔径的孔

隙中，模拟土壤中新添加碳的分布特征，培养后发现，大孔隙区域的葡萄糖含量低于小孔隙

区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孔隙特征对碳底物分布的关键影响。微生物的代谢与合成活动受能

量驱动，其能量主要来源于对土壤可利用有机碳的分解代谢。秸秆进入土壤后，可为微生物

提供新的碳底物[7]。但新添加的秸秆碳在土壤空间中的分布通常是异质的，并非所有秸秆点

位均能与周围土壤直接接触，碳底物能否被微生物利用取决于其在土壤不同孔隙中的分布与

转运过程。已有研究表明，秸秆在土壤空间中的聚集程度越高，土壤 N2O 排放量也会相应

增加[41]。秸秆腐解过程中会形成独特的“凋落物际”微域，进而影响其周围区域理化性质。 

秸秆的添加还会导致土壤-秸秆界面出现孔隙特征的梯度分布。值得注意的是，该影响

区域的范围受土壤孔隙特征调控：在孔径小于 35μm 的小孔隙体积占比高的土体中，秸秆的

影响区域大于大孔隙体积占比高的土体[35]。因此，秸秆添加至土壤后，其影响区域可为微生

物提供丰富的可溶性碳，从而提升微生物活性，进而加快氮转化的进程。在干湿交替过程中，

干燥阶段由于水分含量降低，溶质迁移减少，微生物活性降低，导致局部区域可溶性碳浓度

升高，氮转化进程减缓；而在湿润阶段，前期积累的浓缩溶解性有机碳（DOC）会随水分移

动至连通性较好的孔隙区域供微生物利用[42]。然而，干湿交替过程中，如何定量解析土壤-

秸秆界面不同孔径孔隙内秸秆可溶性碳的占比及其空间动态，并阐明其与氮转化过程的关

联，仍存在困难，需深入研究。 

2.2 孔隙尺度的氮底物变化对 N2O 产生的影响 

Ruan 等[43]研究指出，土壤有机氮矿化累积的 NO3
--N 含量受土壤孔隙特征的影响较小，

而肥料来源产生的 NO3
--N 含量则与孔隙连通性、大孔隙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利用广义可加

模型的研究[44]进一步证实，土壤 NO3
--N 含量是 N2O 排放的最主要预测因子，可解释 60%的

N2O 排放变化。这凸显了在农田土壤（外源氮添加的主要场景）开展孔隙尺度研究对解析 

N2O 排放机制的重要性。土壤中 NH4
+-N 的移动性较差，因此，不同类型孔隙中 NH4

+-N 的

累积过程可能主要受控于局部有机氮矿化作用，而非随水分的溶质迁移过程。这表明，NH4
+-

N 作为氮底物对 N2O 产生的影响，可能主要受微生物活动而非水分运动的调控[45-46]。然而，

硝化细菌进行硝化反应所需的氧气条件显著依赖于土壤孔隙连通性和孔径分布[47]。 

此外，微生物利用碳、氮养分时需要一定的碳氮比。当外源物质如秸秆进入土壤时，会

释放可溶性碳氮，其碳氮比因秸秆种类而异。以大豆秸秆为例，大豆秸秆的碳氮比低于玉米

秸秆，可为微生物提供更多无机氮养分，减少氮限制。而当秸秆添加至土壤中，由于添加方

式不同，土壤-秸秆界面会出现不同的孔径梯度分布。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孔径孔隙中的微

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26]，这种孔隙结构-微生物群落-氮底物可利用性的空间异质性

共同塑造了氮转化路径，在干湿交替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干燥阶段，多数孔隙（孤立孔

隙除外）处于好氧状态，孔隙内氮转化过程以硝化反应为主，消耗 NH4
+-N 而生成 NO3

--N，

通气性较好的大孔隙区域硝化反应速率可能高于连通性较差的小孔隙区域。而在湿润阶段则

相反，气体扩散较差的小孔隙区域可能会有更快的反硝化速率，消耗 NO3
--N 生成 N2O 和

N2，同时，连通性较好的大孔隙可作为通道，促进孔隙内 NO3
--N 随水迁移至其他孔隙区域，

为反硝化过程提供底物。但具体何种孔径孔隙中的微生物会主要利用何种氮底物，以及不同

孔隙间的氮底物转运对 N2O 产生的贡献度尚不明确。因此，亟需定量识别不同孔径孔隙中

氮底物的种类、含量特征及其动态变化，以深入阐明孔隙尺度 N2O 的产生机制。 

2.3 孔隙尺度的氧气水平对 N2O 产生的影响 

在水分恒定的条件下，土壤系统中不同孔径的孔隙会表现出不同的 O2 特征。在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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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大孔隙区域，有利于氧气扩散，结合充足的底物，能有效提高微生物活性，加速有机

物的矿化过程，并为微生物驱动的氮转化过程提供更多的碳氮底物[48]。相反，在孤立孔隙较

多且孔喉曲折度更大的区域，气体扩散受阻，容易形成厌氧环境。关于土壤厌氧孔隙体积的

计算， Koven 等[49]应用了一个比例因子进行估算，该比例因子基于经典“团聚体模型”[50]

的近似值，利用孔隙大小分布和含水量构建模型，计算氧气扩散进入团聚体（供应）与其中

微生物耗氧（需求）之间的平衡。然而，该方法未考虑土壤结构单元的异质性。该方法假设

微生物活动（包括氧气消耗）在团聚体中是恒定的，且“团聚体模型”预测的厌氧微域仅限

于毫米或厘米大小的团聚体。土壤系统中孔隙特征的异质性，决定了氧气在微观尺度上分布

不均，并深刻影响着局部的生化反应过程。然而，现有模型恰恰忽略了这种由孔隙结构决定

的氧气梯度，限制了其预测的准确性[51]。 

在不同含水量条件下，土壤系统的 O2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52]。土壤含水量较低时，充

气孔隙度占比高于充水孔隙度，氧气扩散状态良好，氮转化过程以硝化作用为主。而当含水

量较高时，土壤充水孔隙度占比升高，导致大部分区域氧气扩散受阻，处于厌氧状态，氮转

化过程则转向反硝化阶段。然而，氮转化过程并非完全由含水量决定，综合上文可知，土壤

系统中的这种孔隙结构异质性与土壤质地、容重及颗粒密度等多种土壤物理结构以及秸秆等

外源物质输入、水分运动引起的干湿交替等因素紧密相关[11, 29]，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了土壤 O2 含量。不同秸秆添加方式通过改变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特征而影响土壤 O2 特征。

当秸秆以均匀方式添加至土壤中时，通常会增加土壤-秸秆系统总孔隙度，这可能有利于氧

气扩散[53]。然而，秸秆添加同时增加了微生物可利用碳源，从而增强土壤-秸秆界面微生物

活动，加速氧气消耗，促进厌氧区域的形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根源在于不同秸秆添加

方式下，尚未明确土壤-秸秆界面孔隙特征的异质性如何影响 O2特征（即氧气扩散与微生物

消耗的平衡），关键问题在于何种过程（扩散增强或消耗加剧）占据主导地位。 

3 微观尺度调控 N2O 排放的措施 

土壤 N2O 主要产生于微生物介导的氮转化过程，参与这些过程的微生物活性与功能高

度依赖于其栖息的微观环境（孔隙尺度）。因此，聚焦微观尺度的 N2O 减排策略（如优化秸

秆还田方式、精准调控孔隙尺度内氮转化微生物群落等），核心在于通过改变多级孔隙网络

结构特征，重塑土壤微环境的水气条件与碳氮底物有效性。这些策略在于重点调控孔隙网络

中微生物的分布格局，或者间接通过改变微环境因素影响氮转化微生物的功能与活性。最终，

通过抑制 N2O 产生、扩散或促进完全反硝化（还原为 N2），实现 N2O 的有效减排。 

3.1 秸秆还田措施优化 

秸秆还田作为农田基本管理措施，其对 N2O 排放的影响受不同秸秆管理方式的影响，

如秸秆粉碎程度、还田方式、还田技术等[54-57]。微观尺度上，秸秆粉碎程度直接影响其分解

动力学与孔隙结构塑造：粉碎程度越高，秸秆比表面积越大，与土壤接触面积随之增加，有

利于微生物的分解活动，从而加速秸秆有机物质的矿化过程。不同粒径的秸秆颗粒与土壤混

合后，会形成具有显著差异的土壤-秸秆系统孔隙结构[58]。粉碎程度较低的大块秸秆与土壤

颗粒间存在较大体积差异，易形成临时大孔隙，短期内有利于增加土壤通气性，抑制厌氧环

境的形成，但秸秆体积的增大会导致秸秆分解速率降低，可能会影响秸秆在培肥地力方面功

能的发挥。反之，高度粉碎虽然有利于秸秆分解与产物矿化，但大量易分解的外源秸秆颗粒

进入土壤中，易形成土壤-秸秆热点区域，加速氧气消耗，促进厌氧区域形成，短期内加剧

N2O 排放。因此，应进一步量化秸秆粉碎程度对土壤孔隙结构与微环境的调控效应，平衡其

对作物产量与环境效应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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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方式主要分为原状、生物质炭及堆肥还田等。原状还田在初始阶段通过形成临

时大孔隙显著提升土壤-秸秆系统总孔隙度。然而，随着秸秆进入快速分解阶段，秸秆结构

崩解，破坏大孔隙结构，同时释放的小分子有机物会促进微生物活动，加剧 O2 消耗，可能

会增加 N2O 排放风险。因此，原状还田对 N2O 排放的影响具有双重性[29]。相较之下，生物

质炭具有疏松多孔结构且物理性状稳定，不易被分解，因此，能更稳定地改变土壤-秸秆系

统孔隙度，更有利于土壤通气性的提高，降低 N2O 排放风险。 

秸秆还田技术（秸秆归行还田、深施及旋耕等）同样通过改变孔隙分布与微环境调控 N2O

排放。秸秆归行还田是在作物行间集中还田，既能增加表层孔隙度，又能减少秸秆与土壤的

混合，降低秸秆分解速率，有助于减少 N2O 的排放。深施技术是将秸秆深埋于土壤中，促

进秸秆与土壤的混合，疏松的秸秆层能增加土壤优先流，减少氮素径流损失，但深部潜在的

厌氧环境可能会增加 N2O 的排放。旋耕混匀技术通过旋耕将秸秆均匀混合于土壤中，提高

秸秆与土壤的接触面积，促进秸秆均匀分解，同时减少土壤表面的秸秆覆盖，降低土壤表面

的湿度和温度变化，从而减少 N2O 的排放。未来应根据各区域的气候-土壤-作物体系及农

田管理措施，探讨秸秆还田及其与有机肥和化肥配合施用的优化模式，研究其高产高效、固

碳减排的土壤微尺度结构调控措施及机制。 

3.2 生物互作调控技术 

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生物互作驱动的酶活性调控是影响 N2O 排放的关键过程。例如，

水热炭凭借其疏松多孔的结构改善土壤孔隙网络的同时，也会影响孔隙网络中氮转化相关酶

的功能，已有研究指出，水热炭能抑制羟胺氧化酶活性，同时促进氧化亚氮还原酶对 N2O 还

原过程的调控作用，加速 N2O 向 N2 转化的完全反硝化过程[59]，进而对孔隙尺度的 N2O 减

排产生积极作用。微生物作为土壤酶的主要来源，其互作关系在孔隙尺度 N2O 减排的研究

中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在土壤氮转化过程中，通过接种具有完全反硝化能力（nosZ）

的菌株，可有效促进土壤中 N2O 向 N2 的转化，显著降低 N2O 的排放[60]。值得注意的是，孔

隙特征（孔径大小与连通性）深刻影响着微生物的定殖生态位与代谢活动：大孔隙（30~150 

µm）中，微生物多样性通常较高，而在小孔隙（4~10 µm）中，微生物的代谢活性更强。通

气性较差的小孔隙区域更易形成厌氧区域，若能将具有完全反硝化能力的菌株定向接种至小

孔隙区域，有望直接高效地降低局部 N2O 的排放。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将完全反硝化功能

菌株以生物菌肥的形式随肥料施入土壤，可实现田块尺度的应用，但如何能在复杂的田间土

壤环境中达成微米级别的空间靶向递送仍面临巨大技术挑战，核心在于如何识别并精准定位

小孔隙富集区以及实现菌株的微域定向定殖，亟待深入研究。此外，微生物间的跨界协作亦

是重要的生物互作形式。有机物料的施用可显著增加携带 nosZ 基因且具备完全反硝化能力

的关键物种（如 Achromobacter、Chelatococcus 和 Shinella）的丰度，这些细菌通过与反硝化

真菌的互利合作，有效还原真菌反硝化产生的 N2O，从而降低 N2O/(N2O+N2)比值[61]。 

4 总结与展望  

土壤孔隙特征的异质性（孔径分布、连通度与孔隙度的协同作用）驱动了反应过程的空

间分异与速率异步性，形成多样化的生物地球化学热点。秸秆添加重塑了土壤-秸秆系统孔

隙结构，而干湿交替过程则进一步动态调节孔隙特征。解析土壤 N2O 排放机制，需探究氮

转化过程中碳氮底物、氧气条件、微生物活性变化，结合孔隙结构对 N2O 扩散的影响，明

确孔隙特征变化对 N2O 产生与排放的调控机制（图 4）。基于此，未来基于孔隙尺度的 N2O

研究可聚焦以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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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土壤干燥过程；b)土壤湿润过程。Note: a) Soil drying process; b) Soil wetting process. 

图 4 外源因素导致孔隙结构变化时对 N2O 产生过程的影响 

Fig. 4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on N2O production processes through pore structure changes 

（1）深化微观异质性研究，全面解析 N2O 产生过程：借助同步辐射 CT（SR-μCT）与

纳米二次离子质谱（Nano SIMS）的联用，在三维空间同步解析孔隙结构（分辨率达 30 nm）

与同位素标记氮素（如 15N）的分布，追踪标记氮素从腐解秸秆表面向邻近厌氧微孔隙的迁

移路径，精准定位 N2O 的生成热点。结合平面光极系统原位监测土壤-秸秆界面化学梯度，

进一步利用微透析（Microdialysis，MD）与液相色谱（LC）-串联质谱（MS）进行联用的

MD-LC-MS 技术，实时、动态获取并分析界面主要影响反硝化过程的关键代谢产物特征；

结合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CLSM）对孔隙内微生物群落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原位标定，最

终阐明微环境异质性对反硝化路径的调控机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可用于探究氨氧化、硝化

细菌反硝化等路径研究，未来可通过明确不同孔径区域内 NH4
+、NO2

-和 NO3
-的转化速率与

N2O 产率；同时借助反应-运输模型量化孔隙尺度内氧气扩散、碳氮底物迁移与微生物参与

的氮转化不同阶段 N2O 产生贡献度，识别主导土壤-秸秆系统 N2O 产生的生化过程，从而

构建涵盖多转化路径、多尺度耦合的 N2O 全面生成机制框架。 

（2）多级孔隙网络结构的跨层级关联分析：从微纳米级小孔隙到毫米级大孔隙，不同

尺度孔隙对氮素转化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可采用分级 CT 扫描策略（Micro-CT 与 Nano-CT

联用），结合分形几何理论量化孔隙网络的自相似性特征，明确优势孔隙尺度对 N2O 滞留时

间与反应效率的调控机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如卷积神经网络）对多尺度孔隙结构进行特

征提取，建立孔隙参数（如弯曲度、比表面积）与 N2O 排放潜力的预测模型。此外，开发基

于土壤过程的反应-传输耦合模型，结合流体力学与生物地球化学方程，预测不同耕作与秸

秆管理措施下孔隙结构优化对 N2O 减排的长期效应。 

（3）智能响应材料：未来可开发智能响应材料（如湿敏感缓释肥料、pH 响应型包膜、

氧敏感缓释肥料），根据孔隙环境特征动态调控氮素释放，实现定向调控氮素转化微环境以

抑制 N2O 产生过程。通过智能材料与孔隙结构优化的协同设计，协调氧-水-底物的时空分

布，避免局部厌氧区过度富集硝酸盐或碳源，从而打破反硝化链式反应的关键环节；同时，

利用功能性菌肥引导微生物群落空间重构，促进 N2O 向 N2 的完全还原。这种“材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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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多尺度联控策略，可在提升氮肥利用效率的同时，实现 N2O 减排的源头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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